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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农村派”指的是陈翰笙领导的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机关刊物《中国农村》为主要阵地、研究中

国农村问题的左翼知识分子团体。作为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学术流派，“中国农村派”

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底结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简章》，《中国农村经济 研 究 会 会 报》１９３４年４
月第１期）为宗旨，主要 目 标 是“探 求 中 国 民 族 独 立 的 前 途”以 及“全 世 界 的 和 平 和 全 人 类 的 自 由”

（《发刊词》，《中国农村》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创刊号）。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证调查的方法研

究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除了陈翰笙，代表人物还有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秦柳方、千家驹等。

　　　　 ② “乡村建设派”广义而言指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并

进行乡村建设实践的知识分子团体，简称“乡建派”。“乡建派”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影响较大者包括梁

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卢作孚主导的北碚乡村建设运动和

黄炎培主导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等。狭义而言，“乡村建设派”指的是梁漱溟领导的一派，他们创建

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其机关刊物《乡村建设》。本文接下来的讨论是在狭义上使用“乡建派”的概念。

　　　　 ③ 朱汉国《简评历史上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几次批判》（载《历史教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第１０-１８页）

一文指出，“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反映了人们在改造中国问题上走革命道路，还

是改良道路的分歧，但仅是简单列举了“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的批评，没有分析其中的 原 因 和 之 间

的逻辑联系，也没有强调梁漱溟对其批评的回应。汪效驷的《陈翰笙与“中国农村派”》（载《中共党史

资料》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１６６-１７１页）一文提到了此次论争，但并未展开 论 述。毕 耕 等 的《〈中 国 农

村〉与农村问题论战评析》（载《出版发行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８期，第１０４-１０６页）一文认为，“中国农村

派”对“乡建派”的批判切中要害，但其激进言论则并不可取，有些属于人身攻击，不符合事实，抹杀了

乡村建设的功绩。这一点评还算公允，“中国农村派”有的文章确有言辞过于尖刻、推 论 过 多 而 近 于

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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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谭 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 危 机 根 源 的 判 断 和 据 此 提 出 的 解 决 之 道

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

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 析 中 国 农 村 社 会 性 质，批 评“乡 村 建 设 派”的

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关键词：中国农村派；乡村建设派；陈翰笙；梁漱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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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派”① 和“乡村建设派”② 围绕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和如何改造中

国，或者说中国民族发展之前途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相较于“中国农村派”所参与的中国农村社

会性质论战，此次与“乡建派”的论争得到学界关注较少③，但这场关于中国民族发展前途问题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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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颇具影响，值得深入研究①。本文拟从两派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之不同比

较两派对中国出路的回答，并分析两派分歧的缘由。同时，比较两派在工农业发展和对现政权态度

上的意见分歧，力求较为全面、细致地展现此次论争的内在逻辑和多维面向。

一、对农村破坏根本原因的认识之分歧

无论是“中国农村派”还是“乡建派”，都承认中国农村凋敝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陈翰笙观察到

“农村经济之衰落，在中国已成普遍之现象”②；梁漱溟认为“近年来农村经济日趋崩溃，这是很明显

的事实”③。他们的分歧在于对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不同认识。除了水旱蝗蝻之天灾和兵匪苛

税之人祸这样显而易见的直接原因，两派对于导致中国农村破坏的根本原因各有见解。

梁漱溟将根源归结于学西洋而至文化失调。他的逻辑是：因为敌不过西洋文化，所以中国要学

西洋以求应付西洋④；然而中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是以乡村为本的社会，而西洋则是都市文明；西方

的都市文明与中国乡村原有的文化是冲突的；所以学都市文明必然导致乡村日渐崩溃破坏⑤。他

提出：“今日中国之问题在其千年沿袭之社会组织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人非社

会则不能生活，而社会生活则非有一定秩序不能进行；任何一时一地之社会必有其所为组织构造

者，形著于外而成其一种法制、礼俗，是即其社会秩序也。一社会之文化要以其社会之组织构造为

骨干，而法制、礼俗实居文化之最重要部分。”简而言之，梁漱溟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就是文化失

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⑥。在他看来，“政治上

的无办法”和“社会构造的崩溃”都只是“文化失调”的表现。

“中国农村派”显然不能认同梁漱溟的“文化失调论”。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残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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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两派，实际上“乡建派”做出有效回应的几乎只有其灵魂人物梁漱溟，他 在１９４０年 写 了１０篇 文 章 做 了

较为集中和系统的回应。除此之外，似乎只有他的学生公竹川在《益世报》上发表过一篇回应文章；而“中国

农村派”则是团队作战，许多有理论素养的年轻人写文章批评“乡建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和 实 践。笔 者 认 为

一方面是因为 “乡建派”在从事乡村建设实践，事务繁杂，梁漱溟也是等乡建实践结束后才腾出手来写回应

文章；另一方面或许是“乡建派”没有特别重视理论论争，梁漱溟自己就说过“以言语 胜 人，何 益 于 事？事 实

所在，不可以口舌争”（《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１１页）。当

然，还有一层实际原因或许也是“乡建派”比较缺乏可以与之论争的理论人才。
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１４９页。
这可以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延续和翻版。
这里还隐含了梁漱溟的一个判断，即中国无法直接走上都市文明的路，即便要发展都市文明也 得 从 乡 村 建

设开始。梁漱溟曾说“假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成功了近代的工业国家，走上了一条新 路；则 乡 村 虽 毁 也 不

成大问题”（《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 二 卷，第１５２-１５３页）。最 怕 的 就 是 新 路 没 走 通，旧 路 也 没

了。至于中国为什么无法像日本一样走上近代工商业的新路呢？梁漱溟从过去和今后两 大 层 面 给 出 了 解

释。从过去言，可分为国内国际两方面。就国内而言，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一 样，日 本 是 万 世 一 系，在 政 治

改革中保持了制度的连续性；而中国则是发生了剧烈变革，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延续千年的

帝制也被彻底推翻。在国际形势方面，日本明治维新时欧洲列强更多地在经营澳洲、非洲，还没有全面转向

亚洲；科技也不如后来进步，因而所受 威 胁 也 较 小，追 步 西 洋 较 易；且 后 来 欧 洲 内 部 爆 发 战 争，工 业 生 产 停

顿，日本工商业有机会占领市场。而中国则因本身内部政治问题错过了发展机遇。从今后言，可分三层：一

是近代资本主义过时了，人类历史已进入反资本主义阶段；二是近代工商业“个人主义”的发展 模 式 不 合 当

今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之趋势；三是中国缺乏发展近代工商业所需的政治环境。关于苏联模式，梁漱溟

也认为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１５３-１６０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１６２、１６４页。



剥削才是农村危机的罪魁祸首：“如我们不从这些基本问题上去着眼，结果岂仅止实验自实验，破产

自破产，而且有一天破产的浪潮会把实验的一点点基础，也打击得粉碎呢！”①陈翰笙通过对山东东

部、安徽北部和河南中部这三个最重要的卷烟原料供应地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帝国主义工业与中

国农民》一文，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如何联合中国官僚和有权势的士绅共同盘剥贫苦农

民，具体展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农村的破坏，有力论证了中国农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

特征②。千家驹也对梁漱溟关于中国农村凋敝的原因根源在文化失调的说法提出质疑。他指出文

化失调就是文化破坏，文化破坏是政治破坏与经济破坏的结果，而非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文化由经济基础决定作用，因此，梁漱溟的“文化失调论”实际上是倒果为因③。

二、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认识之分歧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判断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关乎中国发展道路和前途的

现实问题：“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

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④“中国农村派”和“乡建派”对农村的重要性有高度

共识。陈翰笙认为“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⑤，梁漱溟也有“中国的根本在乡村”

这一基本判断。然而，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这一重要问题，“中国农村派”和“乡建派”认知迥异。

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分歧，引发了“中国农村派”对“乡建派”最为严厉的两点批评：对帝国主义“助纣

为虐”、不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

正如何干之所言：“为着彻底看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文明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着我们不得

不生出清算过去的要求。”⑥“中国农村派”作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重要的参与者，他们对中

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有一套相当系统的理论。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汲取养分，并结

合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情况，得出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而梁漱溟不承认

中国是阶级社会，在他看来中国是“职业分立的伦理社会”⑦。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中国是伦理本

位的社会，二是中国是职业分立的社会。所谓伦理本位即伦理关系发达，文化中特别注重互以对方

为重的伦理情谊。伦理情谊指的是一种义务关系，即儒家所说的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五

伦”。职业分立是相对阶级对立而言。梁漱溟认为阶级对立社会的特点是：在经济方面，生产工具

被部分人垄断，例如封建社会之土地被地主阶级垄断，而中国土地可自由买卖，因而无所谓垄断；在

政治方面，封建社会的政治权力被世袭贵族垄断，而中国早已建立了科举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

子堂”，“士农工商”不过是职业分工不同而已⑧。

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梁漱溟虽然也注意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破坏，但是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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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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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申报月刊》第３卷第１０号，１９３４年１０月。
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陈翰笙集》，第１２１-１９５页。
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农村》第１卷第７期，１９３５年４月。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３３页。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陈翰笙集》，第３２页。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７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１６４-１７４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是“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于外界问题”①。除此之外，这还与他对中国

和西方关系复杂性的认识有关。西方对中国有剥削压迫的一面，同时也有科技转移等积极的一面，

或者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帝国主义。下面这段话很好地表明了梁漱溟的这一态度：“国际资本

帝国主义原重在经济的侵略；我们受他侵略既深且久，固一面吃亏愈大，而一面愈依赖于他。好似

吸鸦片一般，烟瘾愈深且久，身体愈伤，而愈离不了他。所以他若将其经济手段一旦骤然撤回，我们

便大起恐慌，支撑不住；反而要哀恳于他‘请你还是侵略我罢！’”②

“中国农村派”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认为不解决帝国主义问题、不实现民族独立，现在的

乡村建设不过是助纣为虐，客观上有益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救济乡村也不过是为了继续剥削

乡村。“现在的农村建设，只有外国资本和国内金融资本可以大得其利，政府亦可从中收得一些手

续费；至对于国民生计，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不但对外毫无抵抗，并且是悉敞赋以从。”③他们认

为梁漱溟和他领导的乡村建设不过是打着“乡村自治”的旗号，不仅没有积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

行抵抗，反倒压制了民众的自发抵抗。如此乡村建设的结果，只能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做了

续命的忠臣了”，乡建者不过是充当了帝国主义或其代理人安定、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④。或者亦

有稍微温和一点的批评，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不合时宜，在国难最严重的时候不去御敌抵抗，“纵

使不是有心要当汉奸至少也是避重就轻，自愿放弃‘民众领导’地位”⑤。

同时，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对立，没有垄断土地的地主阶级，他的乡村改造自然也

就不会触及土地所有制。陈翰笙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在“土地占有与利用，以及其他的农业生

产的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

意识”⑥。从慈善救济、改良农业入手的乡村调查和改良都浮于表面，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解决中

国农村问题的关键。１９３４到１９３７年，薛 暮 桥 在《中 国 农 村》上 发 表 了 系 列 文 章，依 据 大 量 调 查 资

料，剖析了中国农村的土地剥削制度，提出“中国的地主（甚至富农）大多是把所有土地分割开来租

给贫苦佃农耕种；中国的贫农大多是向地主（或向富农）租地经营，他们所受到的最主要的剥削乃是

苛重租佃”⑦。土地使用权分散，然而所有权集中，“这种半封建的收租地主和半封建的饥饿佃农的

对立，就是中国现存土地关系的特征”⑧。薛暮桥提出从生产关系入手改变农民受剥削的现状，才

能改善农村的状况，不触及土地所有制的乡村建设运动只是改良而非革命。农村需要的不是局部

的改良，而是彻底的革命。由此，“中国农村派”和“乡建派”的矛盾聚焦到“革命”与“改良”之争。

三、对中国民族前途走革命道路还是改良路径之分歧

在讨论“中国农村派”和“乡建派”对于中国是走革命道路还是改良路径之前，需要简要辨析“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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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薛暮桥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薛暮桥：《薛暮桥学术精华录》，第１０６页。



命”和“改良”的概念，看双方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

梁漱溟绝不承认自己是“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甚至对于“改良主义者”这一标签也不愿

接受。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多次说到，革命就是社会秩序的推翻与改建。什么是社会秩序呢？

梁漱溟认为社会秩序包括“法律、制度、礼俗、习惯”。什么是革命呢？“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指一切有形无形（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的大变革；次之，指政治体系上的

剧变，无论是通过武力还是和平手段；狭义上则指暴力的政治革命。而梁漱溟正是从广义上理解革

命的。他认为革命要否定旧秩序，建立新秩序，革命就是对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因此，梁漱溟认

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没有革命，因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构造历久不变：“那些朝代更替只是一家一

姓的兴衰，谈不上是革命。”①

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出发，多管齐下改造中国社会，

建立新秩序、开创新文化。显然，梁漱溟的自我定位是“革命者”。他对“中国农村派”批评他不革命

多少有些委屈和不平，他在乡建运动结束三年后的１９４０年写文回应对乡村建设的批评，在文章的

最后他为自己辩白：“请不要以为‘只有我明白，你们都不明白；只有我革命，你们都不革命。’……倘

使推自己革命之心，以相信当世之同具此心肝者，则于大局当更有补益，又不止彼此一二人之私幸

也。”②梁漱溟从内涵而非手段的角度理解“革命”，暴力与否不是他认定革命的关键。梁漱溟认为

革命的最佳手段不是破坏而是建设，因而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逐步建设，而他寻到的方法则是从乡

村建设开始。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农村派”，对“革命”一词有非常特定的用法。虽然他们也承认革命

是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牵涉到政府更迭或全新政权的建立，但他们将这些变化解释为更深刻的社

会变化的反映。不同于起义或叛乱，革命在本质上是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即旧有的经济制度（或者

说生产方式）崩溃瓦解并由新制度所取代。在当时中国的情境下，就是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性质，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梁漱溟很少在政治意义上使用 “改良”一词。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该词不具有贬义，也不是他

思想中重要或主体的部分。他所谓的“改良”，含义接近于改进、提升，在乡村建设的范畴和语境中

往往指的是农业技术、卫生条件等的改善。“中国农村派”对“改良”一词特别是加了“主义”后缀的

“改良主义”，则有自己特定的意指。他们使用“改良主义”一词来描述那些革命不彻底的主张，即反

对阶级革命和暴力革命的渐进式、妥协式、枝节性的改变。“中国农村派”对改良主义的认识基本符

合列宁所说的“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

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③。因此，具体而言，“中国农村派”对“乡建派”走改良

主义道路的批评也就是批评其不反帝反封建，对外不与帝国主义斗争，对内不发动阶级斗争改革封

建土地所有制。

由此可见，两派关于革命或改良之争，其实归根结底，是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危机问题

原因认识的分歧产生的路线之争。其中还牵涉另一个问题，即是否要进行阶级斗争。“中国农村

派”对梁漱溟的批评还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无视阶级矛盾，忽视贫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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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核心组织形式“乡农学校”，李紫翔认为乡农学校并不是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民众合作组织。由于土地分配不均，且高利率租佃普遍存在，使得农村内部有着“显然

对立的农民阶层的划分”①。农民中的阶级对立和利益冲突，使得乡村不可以被简单地划归为一个

整体。对于乡农学校，即便称其为“民众组织”，也无法真正消除农村中显而易见的阶级差异。梁漱

溟所憧憬的不分贫富贵贱、“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乡约精神并不现实。李紫

翔指出，所谓“整个的乡村”“乡民”不过是抽象名词，并不存在利益一致的乡村和乡民。“全乡村的

利益”也并不存在，乡农学校不过是地主豪绅操控的“集各种农民于一堆的垃圾堆”。如果仅仅依靠

乡农学校“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而不顾阶级分化的事实，那乡村建设的结果必然是贫雇农的利益

被忽略、牺牲，少数乡村精英独享利益，乡村贫富分化也会愈发严重②。

针对梁漱溟在邹平建立信用合作社和为农民设立低息贷款的行为，李紫翔认为实际效用有限，

有作秀性质，因为所放贷款金额远远不足以解决农民的需要，不过是装点门面。“以如此渺小的款

项，要把农村从高利贷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或者在三个月六个月限期归还的条件下，要把借款运用

到生产上去，岂不完全成了一个梦想？”③除了金额小之外，李紫翔还批评这项举措无益于贫农：“层

层保证的困难手续，实更限制了最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绝无借到款项的可能。”④所以，所谓低息贷

款反倒是放给乡民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梁漱溟对此的回应是，他何曾不了解乡村不是一个整体，他也认识到中国乡村内部存在矛盾，

但革命者与革命对象并不以阶级来分，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因人而异，而且通过教化，人的理性均可

以被启发，理性被启发之后就会发现在根本上、长远上彼此利害的一致性⑤。“问题解决的路不在

分化斗争”，而在“文化改造运动”，“转移风气改变形势，使人不流于土豪劣绅，从而正面培养民主势

力，健全地方组织”⑥。换句话说，梁漱溟认为这些指责批评颇有些无中生有的味道，而且他坚持认

为自己做的是建设工作、根本工作，而认为“中国农村派”的做法无涉根本。

四、对工农业发展和现政权态度上的分歧

除了对中国农村破败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中国民族前途这三点重要问题上有

重大分歧外，“中国农村派”和“乡建派”在下列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

一是关于工农业的发展和相互关系，是“以农振工”还是“以工救农”⑦？梁漱溟希望振兴农业

以带动工业。他并非想要保持淳朴恬静的农业社会，而是希望借由促兴农业而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梁漱溟认为所谓工业化，“要在生产技术的进步”⑧。谈工业化问题必须从两面看，一是资金问题，

一是市场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的资金多集中在军阀、官僚、商人、买办之手。这些财富敲剥于农村、

囤集于都市银行，然而由于外界的不平等条约和内部政治秩序的不安，富人不敢投资生产，不过借

８２

　　　　　　　　　　　　　　　　　　齐鲁学刊·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紫翔：《中国的歧路》，《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上海：新知书店，１９３６年，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李紫翔：《中国的歧路》，《中国乡村建设批判》，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李紫翔：《中国的歧路》，《中国乡村建设批判》，第２２１页。
李紫翔：《中国的歧路》，《中国乡村建设批判》，第２２５页。
梁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６５２-６５５页。
梁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６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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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６３８页。



以孳息生利而已。农业发展起来，则既可以吸收资本，发展生产，又可以产生资金，经济就活起来

了①。农村不仅是生产基地，更是消费市场。由于国际间关税壁垒森严和中国工业的落后，工业产

品输往外国几乎不可能，中国工业只有依靠国内市场，即广大农村。农村经济发展，购买力增强，工

业制品就有了市场：“在农业技术前进程中，工业自相缘相引而俱来；一般购买力随生产兴盛而抬

头，尤刺激工业之兴起。如是，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迭为推引，产业日进无疆，是为真

正之自力更生。”②

另外，梁漱溟认为中国农业有基础，恢复农业生产力较为容易且见效快。对农业生产而言最为

重要的土地资源是现成的，而工业生产所需的资本和机器设备则是缺乏的。所以，要以农产品出口

换机器，然后才可以发展工业。相较工业竞争的激烈，农业方面还缓和一些，可以从容渐进地发展。

再者，在农业技术前进的过程中，工业也能得到发展，如农业化学、农业机械和农业工程都有助于工

业发展。如此便可“由农入工”③。

“中国农村派”并未就这一问题与“乡建派”展开详细辩论，因为这并非他们眼下最关心或者认

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其内部看法也不统一。例如有意见认为恢复农业生产力并不比恢复工业生产

力更简便迅捷。中国农村凋落，水利失修、交通梗塞、生产力低下、农民不能利用土地，因而中国需

以工业改进农业，而不能先从农业入手，“以旧式的农业对抗新式的工业，在生产技术上就命定地要

处在劣败的地位。而况农业又以宣告破产，急图挽救，犹恐不及”④。还有意见认为“以工立国”还

是“以农立国”，“先工后农”还是“先农后工”，这不过是一个形式逻辑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在中

国目前的半殖民地的状况下，乡村建设前途的可能性如何？它能否走得通？工业化前途的可能性

又何如？它的障碍又在哪里？”⑤还有“中国农村派”成员出于对眼下局势的判断直接批评“以农振

工”还是“以工救农”的争论毫无意义，不顾缓急轻重。前一种意见与“独立评论派”的吴景超、陈序

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相当接近，而后两种意见实际上都是取消了问题，或是从逻辑出发，或是从

时局出发，否认这一议题当前的重要性，因此也就没有辩论的必要。

二是关于对待现政权的态度。梁漱溟对待现政权的态度介于否定和依附这两端之间，既不完

全认可，又不完全否定。这种态度部分由其理论认知决定，部分出于对现实的妥协。在他的乡建理

论中，自操政权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途径。他有意识地与政权保持距离，“守定在野的营垒，

自己不操政权”⑥。梁漱溟给自己的定位是建设性的、在野的社会力量，而非操持政权的政治力量。

另外，梁漱溟不愿乡建派 自 操 政 权 的 理 由，还 可 从 他 对 政 权 强 硬、机 械 性 质 的 认 识 上 看 出 端 倪⑦。

他希望采取更加温和、灵活、有韧性的方式，或者说保持乡建运动更多教化和道德的属性。但是，他

显然也看到现政权的腐败，不愿意成为其附庸，甚至帮凶，所以他希望有限度地与政权合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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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４８６页。
梁漱溟有个有名的比喻：“我常说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 的 人，好 心 好 意 来 帮

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山西各项新政，原都 是 好 的；而 上 面 用 力 太 过，人

民纯处于被动地位，其易有弊害，理所必然。现在全国当政各界，有一句时髦的话叫作‘建 设’；不 知 老 百 姓

就怕听建设这句话。”（《北游所见记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９１０页）



改造现政权①，希望能“我为主，它为宾”及其“政权为我所用”②。简而言之，“乡建派”的态度是与政

府合作，并在合作中保持独立和对政府的影响力。

“中国农村派”的立场显然与“乡建派”相差甚远。毛泽东早在１９２７年就提出“枪杆子里出政

权”，这是共产党人对局势的清醒判断：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军阀、建立新政权。当然“由于众所皆知

的原因”，为了保证杂志的顺利发行和存活，“中国农村派”在杂志上公开发文时比较注意策略和技

巧。即便如此，其立场态度也是非常鲜明的：“一切参加农村实际工作的人员特别是青年工作人员，

应该立刻放弃在帝国主义的虎口里和封建主义的蛇口里从事和平建设的幻想，应该配合着整个的

民族解放运动担负起可以做到的救亡任务。”③梁漱溟对其立场非常清楚，他认为“他们意在将被统

治阶级，有一种组织，共起而反抗推翻那统治阶级。而在他们看军阀便是中国的统治阶级，正为革

命对象，所以必得推翻之，而后新政权乃得建立”，梁漱溟认为这是“流俗的意见”，因为“中国缺乏统

治阶级，军阀不算革命对象，你也无法推翻他，而建立你的新政权”④。辩论至此，双方之“志不同而

道不合”跃然纸上。“中国农村派”是要推翻军阀、建立新政权，“乡村建设派”则是与军阀合作、建立

新秩序。

结语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危机深重，民生凋敝、农村萧条是每个具有观察力的知识分

子有目共睹的现实，民族自救成为知识界的共识。然而，对问题的根源、自救的方法却产生了种种

不同的判断。以我们的后见之明，似乎可以轻松地给出标准答案，但是前人却没有这种经过历史和

事实证明的笃定。民族自救之路和中国发展前途，是在不断的理论论争和实践中逐渐明晰起来的。

“中国农村派”和“乡建派”的这场论争深化了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扩大了中国农村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学说的影响力。“中国农村派”在论争中论证了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

通，进而争取了广大青年⑤，培育了革命力量。这场论争可以看作是掌握了唯物史观理论的马克思

主义者对试图整合传统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调和主义者的批判。面对中国的危机和现状，

两派对当时中国的“病症”有共识，但对“病因”有不同判断，因此给出的“病方”也就不同。针对农村

破败的原因，梁漱溟认为应归结于“文化失调”，而“中国农村派”则归因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双重压迫”。两派争论的焦点是革命还是改良。追根溯源，产生这一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对中

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不同：梁漱溟认为中国是职业分立的伦理社会，“中国农村派”认为中国是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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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以全国乡建联合的中枢组织为知觉和用思想的机关，而以政府为行政机关。但不必从法律 上 取 得 此 种 地

位，而要在从事实上能代表大社会的痛痒，同时集 中 人 才 以 学 术 头 脑 规 划 前 途，为 政 府 施 政 之 指 南。”（《乡

村建设理论提纲初编》，《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１０５１-１０５２页）
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５８１页。
平心：《乡村工作青年的出路和任务》，《中国农村》第２卷第８期，１９３６年８月。
梁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６０５页。
“中国农村派”特别注意对青年的宣传和启蒙，特别是从１９３６年开始，《中国农村》注意争取从事乡村建设运

动中的广大青年，引导他们在乡村中教育农民抗日救国。西安事变后，他们与中华农学会共同发起、组织

乡村工作人员的抗日统一战线，甚至得到“乡建派”中一些中层骨干的响应。例如邹平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成

员、曾任邹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校长的张宗麟在１９３６年离开邹平，带领一批青年 奔 赴 延 安，其 中 还 包 括 梁

漱溟的外甥（梁漱溟大妹的长子）邹晓青。



“乡建派”的思想底色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儒家精神。乡村建设的目的在于实现中国的现代

化，然而采取的手段却不是通向现代化的方式。梁漱溟曾说乡村建设既是向前看，也是向后看，或

者可以说，既有复古成分，又面向未来。然而，他却忽略了最紧迫的现状。法治、理性、效率是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乡建派”却希冀的是圣人、情谊、伦理。梁漱溟以对现代性批评、反思的姿态和思

路，跨越了现代性。而“中国农村派”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信人类社会历史

发展的进程有规律可循，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转变，本身就是走向

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进程的历史方向是确定无疑的，而革命是通向未来的桥梁。另外，“中国农村

派”重视实证调查，利用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国民族自救之路

给出了有价值的理论探索。历史证明，掌握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

认识是正确的，他们探索出的革命框架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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